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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一本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编辑的《中国士绅》

在芝加哥大学出版。该书是费孝通先生于 1947～1948 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部分

文章的合集。出版之际，中国刚刚完成举世震惊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这一中国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海外舆论猜测万端，褒贬不一。费孝通这本以中国士

绅、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书，无疑加深了海外对中国当时的政治行为以及中国基

层社会的了解。 

 

士绅阶层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的地方士绅，或许是世界上最特别的。按照

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的归纳，在乡土中国，现职、退休或罢黜的官

员，举人以及正式或捐纳的生员等，都可以划归士绅之列。他们并非都有官职，

只因为拥有知识和学衔，在乡间拥有举足轻重的威望和权力。众所周知，古代中

国崇尚无为而治，国家的权力只能抵达县一级政府，要下达到乡间，必须有士绅

阶层作为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中介。士绅阶层深受儒家礼仪教化，是乡间的道德楷



模。对于地方公益性事务，他们自认为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兴修水利、兴办

慈善、赈济灾民等等，都是由他们而非州县政府出面组织进行。对于来自政府不

合理的政策，他们也有权力面见州县官进言，代表民众进行驳正、抵制。他们又

兼任宗族的家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千百年来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有

条不紊，全赖士绅阶层之力。 

 

然而，到了清末民国，士绅阶层的性质已经产生了吊诡的变化。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对于接受过

现代教育的知识人而言，和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相比，乡土中国牧歌般的原始生

活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他们选择扎根于城市直至终老，不再像古代的读书人那样，

年老后必定返回原籍。尤其是晚清以降，科举制度废除，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

体，导致读书人的权威每况愈下，在乡间，知识和道德被财富和权力等新的权威

评判标准代替。近代以来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保甲制度的切实推行，

又使所谓的土豪劣绅取代了士绅的位置。在陈志让先生所谓的“军绅政权”下，

这些人上不能与过度扩张的国家权力叫板，下不能维护地方，心系民生，为民请

命。费孝通生活在这一时代，目睹这些情况，内心深有感触。他所说的中国士绅，

也正是近代以来堕落和蜕变后的“士绅”。他对这种名为士绅，实为鱼肉乡里的

土豪劣绅阶层的崛起，无疑是非常痛心疾首的。 

 

费孝通出生于吴江士绅之家，及长留学英伦，成为一代社会学名宿。作为公

共知识分子的他毕生关注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因此在《中国士绅》中，

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饱含着深刻的忧思。他看到中国乡村的中坚力量被摧毁，看到

过度的城市发展造成中国农村造成的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并由此忧心城乡二

元化体制的加剧，必将给农村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在他看来，无论是真正的士绅

还是土豪劣绅，都已经不符合时代需要，必须从速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即使是真

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绅，也不过是传统的士大夫，他们目光短浅，行为保守，不

注重技术型知识，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出于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也不

愿意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只希望一直抱残守缺，维持传统社会的原样，因而成

为中国乡村的保守力量。 



 

他呼吁重建农村社会的重心，希望来自农村、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能够回

归农村，用自己的知识为家乡服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特别诡异，费孝通期待

的知识阶层进入乡间，曾经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家意志而成为现实。但事后证

明，这一政策恐怕还是弊大于利。因为它不仅一度造成了中国人才的断层，城市

相对于农村生活条件的绝对优势，根深蒂固的身份意识和户口制度，使这些深入

农村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回到城市。而今天，城乡之间的差距可谓前所未有，

在乡间具有权势的，既不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知识人，也不是传统的以民生

为己任的正直士绅，而是最让费孝通这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那一类人。半个世

纪以后的今天，费孝通对农村社会的忧思大部分成为现实。重新审视他的观点，

无疑极富远见。可是即使如他，也只能诊断出大致的病症所在，却终不能让自己

的处方行之有效，成为解决中国基层社会问题的最佳手段。 


